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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

排,这一制度安排是否会增加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文章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国有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信号传递的角度研究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如何影响其审计师选

择.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且这一现象在公司业绩较好以及党委书记政治升迁动机较强时更加明显,从而验证了国有企

业党组织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文章的发现丰富了嵌于企业政治行为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

理论,扩展了现有文献,同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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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强调了外部审计在企业监督中的作用.«意见»指出,“切实加强企业外部监督”,“健全国有企业审计监督体系,完善
国有企业购买审计服务办法,扩大购买服务范围,推动审计监督职业化”.

一、引　言

　　与其他转型经济体不同,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的.党组织通过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这一制度安排被称为党组织治理,影
响着大多数国有企业(Chang和 Wong,２００４).现有文献发现党组织治理可抑制高管攫取

超额薪酬,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马连福等,２０１３),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

失(陈仕华和卢昌崇,２０１４).不同于以往的文献,本文将考察党组织治理是否会使国有企业

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

　　之所以从审计师选择的角度进行分析,是考虑到近年来,随着审计市场的逐渐规范,外部

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① 已有文献发现,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减少信息

不对称,降低资本成本(Guedhami等,２０１４),也可以缓解代理问题,增加公司价值(Fan和

Wong,２００２).然而,控股股东或高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
从而影响审计功能的发挥(周中胜和陈汉文,２００６).如何增加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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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发挥外部审计在国有企业监督与治理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我国“党政合一”的政治格局下(Sawant,２０１２),党组织治理是否会增加国有企业对

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我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沪深两市的国有

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审计师选择视角,分析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国有企业,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宪法»、«公司

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相关规定赋予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资格(马连

福等,２０１３),而民营企业则不存在类似规定,使得党组织治理在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好的制度

保障;另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金融资源获取上存在天然优势,对高质量审计

的自发需求较弱(Wang等,２００８),考察党组织治理如何通过信号传递机制影响国有企业的

审计师选择,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发现,存在党组织治理的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即
“交叉任职”增加了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审计需求,且这一现象在公司业绩较好以及党委书记

晋升动机较强时更加明显.以上结果表明,聘请规模较大的事务所是党委书记向外传递信

号、提高晋升概率的一种方式,验证了党组织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上述结论在充分考虑异

方差、样本自选择、内生性等问题的影响后依然稳健.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从政治行为视角对企业聘请审计师的决策行为进行

了阐释,丰富了现有的审计文献.现有文献考察了产权性质、股权结构、政治关联以及制度

环境等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Wang等,２００８;Guedhami等,２０１４;孙铮和曹宇,２００４;雷光勇

等,２００９),但较少涉及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下,企业党组织治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师

选择,这与实践中该制度安排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本文扩展了 Wang
等(２００８)的结论,尽管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金融资源获取上存在天然优势,对高质

量审计的需求较弱,但在“交叉任职”这一政治制度安排下,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增

加.这一发现丰富了嵌于政治行为的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其次,本文结果表明,信号传递机制能够较好地解释党组织治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审计

需求的影响机制,即“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可能是为了向

上级传递信号、增加晋升概率.现有文献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可抑制高管攫取超额薪

酬,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马连福等,２０１３),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陈仕

华和卢昌崇,２０１４).那么,党组织治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正面的经济后果? 本文的发现有

助于打开党组织治理的黑箱,深入理解党组织治理背后的机理,从而具有增量贡献.

　　最后,本文的结论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理顺政企关系与党企关系以及优化企业党

建工作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在改革中前进,不断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引入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而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并未改变.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开始,企业在制

定决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党委会的意见.１９９５年９月,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政企分离

的改革思路,但仍然强调坚持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企

业中的贯彻执行,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１９９３年颁布的«公司法»以及１９９９年和

２００５年对«公司法»的两次修订保留了党对企业的监督职能以及参与重大经营决策的权力.
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对党章相继进行了修订,仍然保留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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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等内容.可见,尽管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以来,“政企分离”进程开始加速,但党组织治理在国有企业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

　　党组织主要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经营与治理决策.十五届四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所谓“双向进入”,是指符合条件的党委会成员通过法定程序可进入

企业管理层,同样地,符合条件的管理层成员也可按照党章及相关规定进入党委会.而所谓

“交叉任职”,是指由一人同时担任企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党委书记任副董事长,兼任总经

理.由于各国有企业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领导体制在实践中的执行程度不同,党组

织治理在不同国有企业间的效果存在差异.在党的组织架构中,党委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

作用,党委书记作为党委会领导班子的第一责任人,是党委会的核心,领导和主持企业党委

全面工作,对党委全面负责(马连福等,２０１３).因此,本文着重考察党委书记的“交叉任职”
这一政治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的审计师选择.

　　理论上,“交叉任职”是否影响国有企业的审计师选择,取决于能力(主体资格)与动机

(或意愿)两个因素.我国«宪法»、«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相关规定赋予了国有企业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资格,从制度上保证了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行使参与重大

决策的职能.而聘用审计师作为公司的一项重要决策,党委书记自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影

响审计师选择.同时,“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进入公司管理层后,可以更加名正言顺地参与

企业经营决策,对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力也会有所提升.因此,考虑“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

是否有动机或意愿影响审计师选择更为关键.

　　本文认为,出于以下两类动机,“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倾向于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

务所:首先,尽管国有企业改革沿着从国有独资到国有控股,再到国有产权多元化的渐进模

式而展开,但“党管干部”原则及国有企业人事任免权并未随之改变,国有企业党委书记一般

由上级主管部门党委任命.通过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党委书记可向上级传递自

身能力和公司优质的信号,增加晋升概率.而企业党委会肩负着党的使命,具有“把关定向”
的职能,既有职责协助政府完善相关政策,以规避制度风险,也需要帮助企业了解国家政策

导向,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Ang和Boyer,２００７).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减少股东

和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减少盈余管理,降
低股权投资成本,从而增加公司价值(Gul等,２００３),这一点正与党赋予党委书记的职责相

契合.同时,由于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交叉任职”的企业有比较强烈的动机完成党赋予党委

书记的职责,并通过聘请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来提升公司形象,获得市场信任和上级赏识

(漆江娜等,２００４),从而在晋升博弈中胜出.根据以上分析,“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与未“交
叉任职”的党委书记相比,除了正常的经济利益考虑外,还多出了一层政治的考量,更倾向于

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向上级传递信号,以增加自身晋升概率.

　　其次,“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降低企业内部代理冲突的动机更强,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

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一方面,除了行使“把关定向”的职能,党委会还将对公司管理层

和治理层(董事会和监事会)行使监督职能,降低管理层、治理层与股东间的代理冲突自然也

成为党委书记的职责.另一方面,由于担忧党组织可能干预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并倾向于承

担更多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如帮助地方政府实现某些政治和社会目标等),外部投资者可能

给予较低的公司估值(Fan等,２００７),从而引致资本市场压力.迫于巨大的资本市场压力

(来自媒体、投资者、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管理层有动机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改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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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考虑到高质量的审计报告是提高信息透明度的有效途径,这类

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程博和王菁,２０１４).

　　然而,“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也有可能选择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Chang和 Wong(２００４)指出,企业党组织是中国政府干预上市公司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中

央或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党组织治理的企业可能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转而追求社会稳定

等政治目标.马连福等(２０１３)发现党组织治理会增加公司冗余雇员的规模,并缩小高管与

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尽管这一行为具有正的社会收益,但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也会

受到扭曲与损害.政府会通过贷款软约束与补助等方式补贴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的融资

需求得到满足,自然也没有动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此外,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存在晋升锦

标赛,为提高晋升可能性,地方官员可能要求国有企业进行向上盈余管理.而独立性较强的

外部审计约束了盈余管理空间(Becker等,１９９８),减弱了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

事务所的动机.最后,即使不考虑政治干预,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部分存在机会主义

动机的党委会成员也可能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转而通过在职消费、贪腐等方式追逐

私人收益,从而损害公司价值.为隐藏代理问题,“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大的会

计师事务所的动机也较弱.

　　可见,“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对于审计师选择可能存在不同方向的影响.但从中国的

制度背景来看,由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始终没有动摇,国有企业人事任免权仍然掌握在党组

织手中,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党委书记的任命上.党委书记一般由上级党委任命,由于政治晋

升激励机制,“交叉任职”的企业更偏向于表现为代表党和政府的“管家”,而非企业的代理人

(马连福等,２０１３).同时,“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拥有更多关于管理层的内部信息,可以直

接监督管理层的决策与行为,缓解管理层的代理问题,而无需通过聘请规模较大的事务所来

监督.因此,信号传递可能是影响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关系的重要因素.由此,本文推

测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更可能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控制其他变量

影响后,公司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正相关,即“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

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沪深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按照以下原则对初始样本进行

筛选:(１)剔除ST、∗ST 公司样本;(２)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３)剔除研究变量缺失的上市

公司.公司党组织治理的相关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通过手工逐条收集整理.本文其

他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报,对于无法从数据库中提取和计算的部分

变量,通过手工收集整理.为了保证数据有效性并消除异常观测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

采用Winsorization方法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１％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１．审计师选择(BigN).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可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规模越大的

事务所发现会计问题的能力越强,且品牌优势明显,发生机会主义行为(迎合某个客户的要

求)的概率也越低,审计质量相应越高.参考陈小林等(２０１３)的做法,本文以Big４作为审

计师选择的代理变量,按照是否为“四大”进行分类,当上市公司年报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时,Big４为１,否则为０.在稳健性检验中,当上市公司年报由中注协公布的行业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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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名前十(简称“十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Big１０为１,否则为０.

　　２．党组织治理(PG).党组织治理(PG)为关键解释变量,在党的组织架构中,党组织中

党委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党委书记作为党委会领导班子的第一责任人,领导和主持企

业党委全面工作,对党委全面负责.借鉴雷海民等(２０１２)、程博和王菁(２０１４)等的研究,本
文以党委书记是否存在“交叉任职”来衡量,若党委书记兼任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则PG 赋

值为１,否则为０.

　　３．控制变量.参考 Wang等(２００８)、陈小林等(２０１３)等的研究,本文控制了可能对审计

师选择产生影响的变量,包括流动比率(Curratio)、应收账款和存货比率(Invrec)、经营风

险(Loss)、审计意见类型(Opinion)、总资产报酬率(Ro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独
立董事比例(Ind)、成长机会(Grow)、财务杠杆(Lev)、市场环境(Market)、政治关联(PC)
和公司规模(Size).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模型(１)来考察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

　　BigNt＋１＝α＋β１PGt＋β２Curratiot＋β３Invrect＋β４Losst＋β５Opiniont＋β６Roat

＋β７Firstt＋β８Indt＋β９Growt＋β１０Levt＋β１１Markett＋β１２Sizet

＋β１３PCt＋∑Year＋∑Industry＋δ (１)
其中,因变量BigN 表示审计师选择,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Big４)来度量.模型中还加

入了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变量,控制其他未观察到的因素对审计师选择可能产生

的影响.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预期模型(１)的β１ 会显著异于０.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１报告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全样本中,Big４与Big１０的均值分别为０．１２９和

０４２７,表明约有１２．９％和４２７％的公司年报分别由“四大”和“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可见,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这与 Wang等(２００８)的发现一致.进

一步区分有无“交叉任职”样本后发现,存在“交叉任职”的样本组中,约有２２．３％(４９０％)的公

司年报由“四大”(“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而不存在“交叉任职”的样本组中,约有９．８％
(４０６％)的公司年报由“四大”(“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t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交叉任

职”的公司对规模较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四大”和“十大”)要显著低于存在“交叉任职”的
公司(p＜０．０１);同时,其他变量在有无“交叉任职”的样本组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表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全样本 PG＝０ PG＝１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检验

Big４ ０．１２９ ０．３３６ ０．０９８ ０．２９８ ０．２２３ ０．４１７ －０．１２５０∗∗∗

Big１０ ０．４２７ ０．４９５ ０．４０６ ０．４９１ ０．４９０ ０．５０１ －０．０８４０∗∗∗

Curratio １．５４２ １．１８６ １．５９４ １．２８６ １．３８３ ０．７９４ ０．２１１２∗∗∗

Invrec ０．２６０ ０．１８８ ０．２５９ ０．１８３ ０．２６５ ０．２０３ －０．００６６
Loss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２ ０．２９０ ０．０７７ ０．２６７ ０．０１５５

Opinion ０．０４８ ０．２１３ ０．０５７ ０．２３２ ０．０１９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７６∗∗∗

Roa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０５
First １８．１２０ １８．６１０ １８．３０８ １８．５６５ １７．５６０ １８．７４５ ０．７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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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全样本 PG＝０ PG＝１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检验

Ind ０．３６０ ０．０４４ ０．３６０ ０．０４５ ０．３６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４
Grow ０．２１７ ０．６１８ ０．２１５ ０．６２５ ０．２２４ ０．５９７ －０．００９９
Lev ０．５４１ ０．２３９ ０．５４０ ０．２５５ ０．５４４ ０．１８３ －０．００４０

Market ６．４９３ ２．１８１ ６．４８５ ２．２０２ ６．５１６ ２．１１９ －０．０３１２
Size ２１．３５０ １．４９９ ２１．２２２ １．５１２ ２１．７２５ １．３９４ －０．５０２７∗∗∗

PC ０．１８３ ０．３８６ ０．１９２ ０．３９４ ０．１５４ ０．３６１ ０．０３８２

　　注:∗∗∗ 、∗∗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回归分析

　　１．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

选择.表２报告了党组织治理与审计

师选择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其中

PanelA 和PanelB 的因变量分别是

“四大”(Big４)和“十大”(Big１０)会计

师事务所.列(１)的检验结果显示,控
制其他变量后,党组织治理(PG)与审

计师选择(Big４)之间呈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p＜０．０１),即相对于不存在

“交叉任职”的公司,存在“交叉任职”
的公司选择规模较大会计师事务所的

概率更大.列(２)的检验结果与之类

似,控 制 其 他 变 量 后,党 组 织 治 理

(PG)与审计师选择(Big１０)之间呈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０１０).以上

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治理增加了国有

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支持了本

文的研究假说.

表２　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关系的检验结果

PanelA:Big４ PanelB:Big１０
(１) (２)

PG １．２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６∗ (０．０９６)
Curratio －０．７４８∗∗∗ (０．００１) －０．２６６∗∗∗ (０．００１)
Invrec ０．６００(０．４４１) １．１９０∗∗∗ (０．００２)
Loss ０．７７７(０．２０６) ０．５８４∗∗ (０．０４８)

Opinion ３．１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８５(０．４７４)
Roa ４．４８０∗ (０．０６４) ０．９５９(０．５１６)
First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０．２１４)
Ind －５．０２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８(０．９８６)
Grow －０．２８９(０．１１８) ０．０８４(０．５６３)
Lev －６．７８２∗∗∗ (０．０００) －１．６６３∗∗∗ (０．００１)

Market ０．１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６(０．２４８)
Size １．３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４０９∗∗∗ (０．０００)
PC －０．５６２(０．１２２) －０．１２２(０．４９２)

Year/Industry 控制 控制
_cons －２７．７９９ ∗∗∗ (０．０００) －８．１３９∗∗∗ (０．０００)

PseudoR２ ０．４０２ ０．１０２
N １１２８ １１２８

　　注:括号内为p 值,经过 White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调整.

下表同.

　　２．信号传递效应检验.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

所,可能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出于信号传递的目的,通过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

务,董事长(或总经理)向外传递公司优质的信号,以获得市场信任和上级赏识,从而在晋升

博弈中胜出.另一种解释是,迫于巨大的资本市场压力(来自媒体、投资者、监管部门等利益

相关者),管理层有动机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关系.为分辨哪种解释占主导,本文按照代理成本与公司业绩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

果在不同分组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信号传递动机占据主导,那么在业绩较好的样本

中,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大事务所的倾向更强;而如果降低代理成本动机

占据主导,那么在代理成本较高的样本中,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大事务所

的倾向更强.

　　表３报告了按照代理成本和公司业绩分组的检验结果,PanelA 分别用销售管理费用

率、总资产周转率以及其他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三个指标来衡量代理成本,并按照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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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进行分组.列(１)和列(２)按照销售管理费用率的高低进行分组,列(３)和列(４)按照总资

产周转率的高低进行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在代理成本较高组还是较低组,党组织治理

(PG)与审计师选择(Big４)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UE 系数比较检验结果表明,两
组样本的回归系数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代理成本的高低对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

之间关系的影响有限,降低代理成本并不是党组织治理的企业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主要原

因.列(５)和列(６)按照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重的高低进行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代

理成本高低,党组织治理(PG)与审计师选择(Big４)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UE 系

数比较检验显示,两组样本的回归系数仅在１０％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PanelA 结果表

明,无论代理成本高低,有无“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选择规模较大事务所的倾向无显著差

异,未发现支持代理成本渠道的有力证据.
表３　按代理成本和公司业绩分组的检验结果

PanelA:按照代理成本分组

Agencycost１ Agencycost２ Agencycost３
High Low High Low High Low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PG
１．０６８∗∗∗ １．３４７∗∗∗ ０．７３８∗ １．４０９∗∗∗ ２．０１０∗∗∗ ０．９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R２ ０．３７４４ ０．５６４９ ０．４５８３ ０．５２８２ ０．５２０３ ０．３９７２
N ５４０ ５２０ ５５１ ５０９ ５５２ ５０８

系数比较检验 p 值＝０．６３０５ p 值＝０．２９０９ p 值＝０．０８５５
PanelB:按照公司业绩分组

Performance１ Performance２ Performance３
High Low High Low High Low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PG
１．８４９∗∗∗ ０．０５６ １．５７０∗∗∗ ０．２２３ ２．０９９∗∗∗ ０．２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９７)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８)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R２ ０．４５１３ ０．３７１ ０．４６２９ ０．４４６８ ０．５０３５ ０．３５１５
N ５２７ ５２４ ５０７ ５５３ ４９３ ５４７

　　PanelB 分别以总资产利润率、销售利润率和净资产利润率三个指标来衡量公司业绩,
并以中位数进行分组.列(１)中党组织治理(PG)与审计师选择(Big４)之间呈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p＜００１),而列(２)中两者之间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０．８９７);类似地,列(３)
和列(５)中党组织治理(PG)与审计师选择(Big４)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０．０１),
而列(４)和列(６)中两者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当业绩较好时,存在“交叉任职”的
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而这一效应在公司业绩欠佳时并不存在.SUE
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分组的回归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为确保业绩指标真实体现了公司盈

利能力,而非盈余操控的结果,本文还控制了应计盈余DA,与PanelB 相比,结果没有发生

实质性变化(限于篇幅未列示).以上结果表明,当业绩较好时,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

选择规模较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倾向更强,从而验证了信号传递效应.综上所述,存在“交叉

任职”的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事务所,主要出于信号传递动机,而非降低代

理成本的目的.

　　３．基于晋升动机的信号传递.如上文所述,存在“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更有可能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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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递的动机,聘请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而党委书记传递公司优质信号的目的何

在? 国有企业在获得金融资源上存在天然优势,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弱,聘请规模较大的

事务所取信于投资者的可能性较小(Wang等,２００８).国有企业高管往往兼具“经济人”和
“政治人”两种身份,政治动机对国企高管行为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经济利益(杨瑞龙等,

２０１３).因此,在我国“党管干部”这一特定制度背景下,存在“交叉任职”的党委书记发送信

号更可能是为了增加他们在晋升博弈中的筹码.为进一步探讨党委书记的升迁动机是否影

响审计师的选择,本文按照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龄进行分组做回归分析.按照年龄分组的

逻辑在于,当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龄相对较小(低于５６岁)时,未来的政治前途较为光明(任
期至少一届),升迁动机较强,更有可能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而当董事长或总经理

的年龄相对较大(高于或等于５６岁)时,未来升迁希望较小,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动机较弱.
表４报告了按照该标准区分升迁动机后,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关系的检验结果.结果

表明,在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龄低于５６岁的样本中(列(１)),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更有可

能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p＜０．０１);而在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龄高于或等于５６岁

(７５％分位数)的样本中,党组织治理(PG)与审计师选择(Big４)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系(列(２)).以上结果表明党委书记的政治升迁前景影响审计师选择,进一步验证了信号传

递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１．控制样本选择偏误.上文的分析表

明,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规

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而现有文献表明,审
计师选择客户时往往关注客户的政治背景而

非审计风险,以便发生审计失败时能够依靠

客户的政治背景解决法律诉讼问题(雷光勇

表４　按照晋升动机分组的检验结果

High Low
(１) (２)

PG １．２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２６９(０．１１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PseudoR２ ０．４１７２ ０．５１１２
N ８８４ １７２

　　注:被解释变量为上期的审计师选择(Big４).

等,２００９).因此,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倾向于选择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

　　为了控制样本选择偏误,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回归法,参照马连福等(２０１３)的做

法,构建了一个“交叉任职”的选择模型,解释变量为董事会规模(Dir)、上市年龄(Age),其
余变量的衡量方式与之前模型相同.根据选择模型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Mills
Ratio,IMR),并将其代入模型(１)中进行第二阶段回归.Heckman第一阶段选择模型为:

Probit(PG)＝α＋β１Dir＋β２Age＋β３X′＋τ (２)

　　表５报告了 Heckman第一阶段的计量结果,PseudoR２＝０．０５６３,LRChi２＝８２．７２.结

果显示,董事会规模越大、公司上市越久,存在“交叉任职”的可能性越大,这与马连福等

(２０１３)的发现一致.
表５　Heckman第一阶段检验结果

Dir Age _cons X′ PseudoR２ LRChi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５) －４．４４８∗∗∗ (０．０００) 控制 ０．０５６３ ８２．７２∗∗∗

　　注: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PG,X′为控制变量,与第二阶段模型相同,Loglikelihood＝－６９３．５８６３.

　　表６报告了 Heckman第二阶段的计量结果.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率(IMR)均不显

著,表明样本选择偏误对上文回归结果的影响有限.列(１)的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

变量以及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后,党组织治理(PG)与审计师选择(Big４)之间仍然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０．０１);列(２)的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党组织

６７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治理(PG)与审计师选择(Big１０)之间也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０．１０).检验结果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２．更换党组织治理测量方式.参考马连

福等(２０１３)以及程博和王菁(２０１４)的研究,
采用党委会和董事会人员的重合比例(PG_

２)与党委会和高管层人员的重合比例(PG_

３)两个连续变量以及党委书记是否兼任董

事、监事长(或监事会主席、召集人)、总经理或

副总经理的虚拟变量(PG_４)作为党组织治理

表６　Heckman第二阶段检验结果

PanelA:Big４ PanelB:Big１０
(１) (２)

PG １．２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９∗ (０．０９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PseudoR２ ０．４１３ ０．１０２
N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０

的替代变量.表７中PanelA 报告了更换党组织治理变量后模型(１)的检验结果,仍然支持

了本文的研究假说;PanelB 报告了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检验结果,结论依然稳健.
表７　更换党组织治理指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PanelA:未考虑样本选择偏差 PanelB:考虑样本选择偏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PG_２ PG_３ PG_４ PG_２ PG_３ PG_４

PG
７．１３５∗∗∗ ２．２９５∗∗∗ ０．６９８∗∗∗ ８．４２３∗∗∗ ２．１７９∗∗ ０．６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IMR
－４．０９２∗∗ －２．９７６∗ －２．７４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２９．２７９∗∗∗ －２９．３３８∗∗∗ －２８．２９６∗∗∗ －１４．５０４∗∗ －１８．４０３∗∗∗ －１８．２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PseudoR２ ０．３９２ ０．３８５ ０．３８７ ０．４０２ ０．３９１ ０．３９２
N １０８０ １０５８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０ １０５８ １０８０

　　注:被解释变量为Big４.

　　３．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多因素回归方法考察公司对不同规模

的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这类方法以客户会随机选择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前提.但

事实上,客户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这可能导致会计师事务所自选择问题

(陈冬华和周春泉,２００６).上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有党组织治理的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

的会计师事务所,但其中面临一个内生性问题,即是否由于“四大”或“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提

供的审计报告质量高(向市场传递一个高质量的信号),公司高管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年报审计呢? 为缓解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SM)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及内生性问题.该方法由 Rosenbaum 和 Rubin(１９８３)
提出,将多个维度的信息浓缩为一个因子———倾向得分(Propensityscore,PS),进而从多

个维度将处理组(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与特征相似的对照组(不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
进行匹配,通过比较得出相关结论.

　　在样本配对时,我们选取的匹配变量包括流动比率(Curratio)、应收账款和存货比率

(Invrec)、经营风险(Loss)、审计意见类型(Opinion)、总资产报酬率(Roa)和公司规模

(Size),倾向得分匹配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多元回归所可能存在的偏差.表８报告了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后,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无论是下一期还

是当期的审计师选择,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仍然支持了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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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排除替代性假说:地方经济重要性假

说.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CEO 的国有企

业是否为地方支柱企业,对当地经济影响非

常重要,所以政府出于监督目的而聘请规模

较大的事务所呢? 为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

按照雇员规模、公司从事行业是否受产业政

表８　倾向得分匹配法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PanelA:F．Big４ PanelB:Big４
(１) (２)

PG １．２５４∗ (０．０５１) １．０９６∗∗∗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PseudoR２ ０．４８４ ０．４４７
N ３７８ ６４９

策鼓励以及是否受行业保护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见表９.列(１)和列(２)按照雇员规模的３/４
分位数进行分组,当雇员人数大于等于５０００人时,认为该公司对当地经济有重要影响.检

验结果显示,在两组样本中,存在“交叉任职”的公司均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p＜０．０１);SUE 系数比较检验显示,两组样本的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p＝０．３２９３).
列(３)和列(４)按照产业政策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产业政策鼓励还是限制的样本,存
在“交叉任职”的公司均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p＜０．０１);SUE 系数比较检

验也显示,两组样本的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p＝０．２１０４).列(５)和列(６)按照保护性行

业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受保护行业还是不受保护行业的样本,存在“交叉任职”的公

司均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p＜０．０１);SUE 系数比较检验同样显示,两组样

本的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p＝０．６９０９).以上结果表明,党组织治理与审计师选择的关

系较少受到企业对于地方经济重要性的影响,从而排除了这一替代解释.
表９　按照雇员规模、产业政策和保护性行业分组的检验结果

雇员规模 产业政策 保护性行业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产业政策鼓励 产业政策限制 受保护行业 不受保护行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PG
１．７８３∗∗∗ １．１７３∗∗∗ １．００８∗∗∗ １．７５８∗∗∗ １．６０２∗∗∗ １．８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R２ ０．４５９３ ０．３９３４ ０．４５３２ ０．５０６２ ０．５６５４ ０．４３１５
N ２４８ ８２９ ６１７ ４３２ １９９ ８７８

系数比较检验 p 值＝０．３２９３ p 值＝０．２１０４ p 值＝０．６９０９

　　注:雇员规模分组借鉴 Giannetti等(２０１２)的方法,产业政策分组借鉴陈冬华等(２０１０)的方法,保护性行

业分组借鉴陈冬华等(２００５)的方法.

　　５．其他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避免变量极端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扩

大了缩尾程度,由上下１％扩大到上下５％,文中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限于篇幅未列示).
此外,对于混合截面数据,OLS 回归可能导致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参考Petersen(２００９)的
做法,我们对表３的回归结果进行了公司层面的cluster处理,基本结论并未发生改变.因

此,本文的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五、结　论

　　如何更好地发挥外部审计在国有企业监督中的作用,提高国有企业治理水平,是当前各

级国资委和党委组织部门关注的焦点.与其他转型经济体有所不同,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的独特现象.本文

采用我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沪深两市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企业的审计师选择视角,发现

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出于发送信号、增加晋升概率的目的,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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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事务所,表明党组织治理提高了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时,需要充分认识到党组织治

理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应根据«宪法»、«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相关规定

和要求,以及国有企业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因地制宜,制定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具体办

法或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具体内容、方式与责任,确保这一制度安

排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发挥较好作用.考虑到党组织治理主要通过影响党委书记的升迁动机

产生作用,应在挖掘内向型政治资源优势的同时,建立科学的综合绩效考评体系,引导党委

书记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将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相结合,提高对高质量审计等

外部监督机制的需求,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作者还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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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gnalingEffectofPartyOrganization
GovernanceinSOEs:AnalysisBasedonAuditorChoice

ChengBo１,XuanYang１,PanFei１,２

(１．SchoolofAccountancy,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２００４３３,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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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tisadistinctiveinstitutionthatpartyorganizationmembersparticipatein
operationandgovernancedecisionsbytwowayaccessandcrossappointmentinstate
ownedenterprises(SOEshereafter)．DoesthisinstitutionalarrangementincreaseSOEs’

demandforhighqualityauditing? UsingthesampleofSOEsinAsharestockmarketfrom
２００６to２０１２,thispaperstudieshowpartyorganizationgovernanceofSOEsinfluencesauＧ
ditorchoicefromaperspectiveofsignaling．ResultssuggestthattheSOEswith“crossapＧ
pointment”tendtochoosebiggerauditingfirms,andthiseffectismoresalientwhenthe
performanceofcompaniesisbetterortheincentiveofpoliticalpromotionisstronger,

therebyconfirmingthesignalinghypothesis．OurresultsenrichChinesedistinctivetheory
ofcorporategovernanceembeddedinfirmpoliticalbehavior&expandcurrentliterature,

andalsohavesomecertainpolicy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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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iscalpolicythroughsensitivityanalysisandfiscalresponsefunction．ItcomestothereＧ
sultsthatatpresentfinancialmarketdevelopmentaffectsthesustainabilityofgovernment
debtriskmainlythroughfundingcapability,andbothlongtermequilibriumandshortterm
dynamicadjustmentshowtheactiveeffectsofimprovinggovernmentfinancingenvironment
andarenotvulnerabletofiscalpolicyshocks,alleviatinglongtermequilibriumvolatilityof
governmentdebtriskresultingfromchangesineconomicclimateandrealizingactiveprevenＧ
tionagainstcyclicalriskvolatility．Meanwhile,combiningwiththerealityoftentativeapＧ
pearanceoffinancialfatigueinChina,financialmarketdevelopmentisbeneficialtotherealiＧ
zationofsoundcycleoffiscaladjustment,theexpansionofpolicymaneuverspaceandthe
alleviationofpotentialriskvolatility．Inaddition,afterbigcrisesinthehistory,different
fiscalpreventionmeasuresresultinsignificantdifferencesinshorttermvolatilityofgovernＧ
mentdebtrisks．
　　Keywords:governmentdebtrisk;financialmarketdevelopment;fiscal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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